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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迎来了新

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也形成了与此相对应的多边

主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

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两者的互动和相互作用

成就了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一般而言，经

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互为因果关系，全球经济

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对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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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表现为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风险、问题和

挑战的化解、解决和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

球化得以有序运行的前提。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间，

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群体性

崛起，东升西降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中美

战略竞争加剧，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摘要] 在外生冲击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冷战后最大幅度的调整和结构性

重塑。通过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可以看出，外生冲击是体系演变的破坏性力量，引起国家行为

体内部观念、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改变，而基于结构性变化国家行为体的大国博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俄乌冲突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裂变为“准平行体系”。为避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分裂，中国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反对单边

主义和伪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扎实推进制度型

开放，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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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作为重大外部冲击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推

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也给本就处在逆风中的经济

全球化和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以重创。可以判断

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

化不断走弱，以此替代的是多元化、慢速化、区域

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演进将从过去缓速的、低烈度的渐变过渡到快速

的、高烈度的突变，世界将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的重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的方向何在？国际社

会的政界和学界对此做出了分析和判断。一是分裂

论（李晓，2018），即国家间在竞争规则、竞争理

念、全球共识等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分裂。二是碎片

化论（陈伟光、刘彬，2022），认为当前全球经济

治理制度体系呈现明显的碎片化趋势，数字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国竞争等外部冲击和影响，进一

步撕裂了原本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三是脱

钩论（卢江 等，2022），认为无论是特朗普政府

的“主观发起脱钩”还是拜登政府的“选择性脱

钩”，外生冲击加强了与“脱钩”相关的贸易保护

主义、逆全球化的动力。四是平行体系论（张宇

燕 等，2020），认为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可能

产生两套平行的体系，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

化”动力之源。上述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走向

的判断，只是方向性的预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

塑的未来图景如何，并没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

接下来的问题是，引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

塑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因素是什么？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演变的动力机制何在？事实上，关于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重塑的动因的探索，学界

也作出了一系列分析，包括权力转移推动论（孙

伊然，2021）、中美战略竞争决定论和相对收益决

定论（吴心伯，2020）、外部冲击论（鞠国华，

2009）、国内民粹推动论（蔡拓，2017）等。本文

综合借鉴上述观点，寻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

变的动力源及传导机制，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

革的未来趋势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演进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体制系

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为体协调全球经济的各类

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总

和，广义上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组建的

各类多边、区域和双边机制、协定，正式和非正式

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根

本依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本质是制度体系。从

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历史来看，二战以来的本轮经

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制度先行，即主导国和主要

国家先谈判构筑和设计出一个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

础的制度框架，以此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并为此后的经济全球化运行确立了多边制度

规范。但这个体系并非稳定不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变革、调整。

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期（20世纪40—70年

代）

二战结束后，基于经济大萧条的教训和战后重

建的需要，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体

系，在国际金融领域逐步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该

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

行（WB）。在国际贸易领域，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布雷顿森

林体系一度是“最稳定的货币体系，也是真实经济

各项指标最好的时期”。超国家国际经济组织的成

立，也表明全球制度化文明进一步发展。当然，这

种“金字塔”式的国际货币制度，主要反映美欧等

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继爆发，

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债高居不下，国际收支失

衡，美元大幅贬值，美元危机开始显现。同时，日

本、西欧在体系内开始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

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各国开始放弃

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

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布雷

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

代，三大政府间的多边组织仍一直保持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2. 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兴起期（20世纪70—90年

代）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冲击资源供给，

西方世界的宏观经济从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供给

乏力，西方世界陷入了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滞

胀”困境。面对“滞胀”危机的冲击，奉行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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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英美两国共同发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

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消除“滞

胀”危机的法宝。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

由理论、学术转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范式化，

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进超级全球化的重要手

段。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

三大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打着

经济援助的旗号，诱使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

的改革模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

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兴起。

3.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复杂演变期（20

世纪90年代至今）

应当说，冷战时期西方主导的以布雷顿森林体

系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是一个西方世界的治理体系。

但苏联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主导了另一

个体系，即以卢布结算的经济合作与互助委员会

（简称“经互会”）体系。因此严格来说，冷战时期

全球治理体系是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两大阵营相互

对峙、经贸关系关联微弱的两个平行的“半球治理”

体系。当然，这两个体系实力和规模不完全对称，有

不少国家游离在这两个相对立的体系之外。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结束，国际力量对

比发生重大变化。两大阵营不再对峙，美国处于

“一超独霸”地位。人类进入高密度发展的超级经

济全球化时代，西方推动的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加速扩张，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纷纷加入这一

体系，货物贸易活跃，人员流动频繁，世界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

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不断上

升，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局面，世界

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进了G20的成立，

这一新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框架成为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东亚金融危机

一直被控制在区域层面，但此次危机使G7国家意识

到要在亚洲金融危机事件上采取共同行动，并改革既

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酿成了国际金融

危机，全球经济受到自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冲击，对以G7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提出了严峻挑战，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级峰

会。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实现

了全球经济治理核心体系的重大变革。

上述分析表明，重大事件的冲击，往往是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的转折拐点，主要国家行为体观念、

权力和利益结构变化构成了体系演进的内部张力。

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的外部冲击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相对稳定的，遵循

路径依赖规律，某一时期形成的制度一般不会突然出

现断裂式的变迁。但外部冲击，即带来冲击的、偶然

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危机、科技革

命、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会引发国际制度

的急剧变化。重要历史事件被称为“关键节点”，

通过打破制度均衡，引发制度的突发性剧变，进而

实现制度加速变迁。形成关键节点的原因和条件的

累计时间越长，矛盾的爆发性就越强，这一节点就

越重要。外部冲击打破制度的路径依赖，打破了制

度均衡，打断了制度的持续性，发生断裂现象。实

现制度变迁的动力，一是来源于制度机制的缺失或

失灵，即原有机制的制度功能丧失，无法发挥自身

作用。二是推行制度的主体、制度的制定者、反对

者和之前的制度匹配发生变化。三是结构的断裂，如

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出现问题、国家政权迭代等。

在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上，外部冲击事件

改变了制度主体，也引发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

博弈后的冲突结果逐步凝固为新的制度安排。外生

性动力来源涉及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

境相关因素，包括无法预料的事件、战争、金融动

荡等。这些因素通过挑战现存制度对危机的应对能

力和适应能力、威胁现存制度的合法性等方式，变

革现有体系制度。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处于通胀和经济下行并

行、地缘政治危机的叠加期，即便相互依存的全球

化惯性得以维持，在路径依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但“脱钩”与“筑墙”的频繁化引发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进入重塑期。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俄乌冲突、科技革命在内的持续外部冲击，使得经

济全球化边际效益递减，边际社会成本递增，主权

国家的地位强势回归，各国治理形式的偏好分化，

多边治理难以取得进展或突破。

1.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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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至今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成

为百年来最严重、最持久的公共卫生外部事件，带

来的经济损失堪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疫情暴发

初期，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

的流动因疫情中断、停顿和迟滞，全球供应链、产

业链“断裂”，全球贸易受阻，投资大幅下滑，经

济全球化停滞。

然而，这次全球疫情危机没有带来应有的全球

合作共治。我们没有看到所希冀的曾经应对金融危

机时全球协同治理的景象，因为这不符合大国战略

竞争的逻辑。在霸权国家看来，联合抗疫必须服从

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因此，疫情不但没有成为合

作的纽带，反而成为某些国家打击和推责于其他国

家的机会。疫情反复冲击助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

全球经济治理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变局，国家

中心主义回归，多边制度秩序遭遇困境。 

2.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俄乌冲突是超越俄乌双方多方力量间复杂而深

刻的冲突，不仅直接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甚

至会动摇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的全球经

济治理机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挤压。

俄 乌 冲 突 中 ， 西 方 国 家 将 金 融 工 具 “ 武 器

化”，充分显示了全球治理平台面临被政治工具化

的风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受到

质疑。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安全问题凸

显，相伴相生的还有能源危机、全球通胀加剧、粮

食危机等问题，世界格局“冷战回潮”难以避免，

“真正的多边主义”面对前所未有之制度压力和成

本。同时，俄乌冲突中，“泛武器化”现象凸显

“和平赤字”，全球议题饱受影响，合作机制遭受

破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重构。

3. 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开拓了世界

市场，推动了规模经济，也使得国界不再成为跨境

经济活动的制约。技术是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制

度面临新技术的外部冲击，全球化市场边界被逐步

拓展。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极

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各个领域间的联

系加强，社会分工愈发细化，带来了集体行动成本

的降低。但是，重大外部性事件，如核技术、基因

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也凸

显了一系列全球问题，使全球科技治理赤字凸显。

另外，科技本身渗透于环境、能源、健康、安全等

多个领域，需要协同并多主体共同治理，并根据需

要，改革和建立科技领域的新制度。

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
内生动力与大国博弈

实际上，制度变革是行为体持续博弈的结果。

外部冲击事件并非全球经济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

只有外部冲击引起了行为体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博

弈策略，打破了原有的博弈均衡，才会推动制度

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外部冲击是制度变迁的

导火索，内部驱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重大

非预测性事件造成了制度的生成分裂（generative 

cleavage），破坏了现存制度的内生性因素，形成结

构性和能动性张力而推动变迁。也就是说，外部冲

击之所以可能会引发制度的急剧变迁，关键是因为

发生冲击的事件引发了相关制度主体的观念改变或

权力结构的调整。

（一）内部驱动：观念、权力和利益的结构性

力量

国家行为体观念、权力和利益的结构性变化是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源。首先，制度

是某种观念的固化，由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和法律

制度构成。制度的存续是因为适应了观念、传统、

规范而带来的合法性。新观念的输入使得旧制度下

的利益团体重新思考，并形成新的政治力量组合，

实现对原来制度的改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体

现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商业道德和认知模式等

新变化。新观念可以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研究、引

入新知识产生，也可以在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

会、智库等各类行为体与国家的观念互动和交换中

出现。当今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已远离全球

主义理想的善治目标。针对西方国家现实主义、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回归，中国提出的“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具有时代性、先进性

和感召力，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积极响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

的内在精神动能。

其次，制度又是权力的结果，特别是对国际制



20

度而言。权力变化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关键性力量，

新权力主要来源于和平崛起，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地位的提高是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结

果，新权力也可能由战争和武力较量中的取胜方获

取，如二战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领导权的掌

握。权力运用在制度上表现为制度的投票权、设计

权、解释权和执行权等制度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由

国家物质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转化而来。经济实力是

直接的制度性权力资源，一些正式国际组织的投票

权份额正是由国家的经济总量决定的。在制度博弈

中，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国家行为体权力博弈

的合力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存在压倒性权力时，

权力垄断者会主导制度的设计、执行，推动新制度

的构建。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由于美

国的黄金储备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形成。

再次，基于利益的考量也是变革全球治理体

系的力量。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仅享有更多信

息、资源以及更多制度赋予的优势，在全球治理变

革过程中也处于更中心的位置，因此拥有捍卫当前

制度的动力。意欲变革当前制度的也是参与制度的

利益相关者，但往往是从制度中获取较少收益或承

担更多成本的一方。如承受了美元的“溢出效应”

和国内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后果后，基于对自身脆弱

性和损失的考虑，新兴国家实现合作并形成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呼吁IMF推进

份额改革和治理改革。

还需强调的是，制度参与者的观念、权力和利

益三要素只有在整体格局中体现，才能形成推动制

度变迁的结构性张力或压力。就新制度塑造而言，

发起者提出的观念的认同性越强，实力和权力越集

中，承担制度建设初始成本的意愿越强，为参与者

带来相对公平利益的预期越强烈，成功建制的可能

性就越大。对于既有制度而言，制度运行的分配效

应会带来所谓的赢家和输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观

念、认知甚至意识形态的分野，现有制度下的受益

者会强化制度的稳定并使制度合法化，利益受损者

则会质疑甚至挑战现有制度体系。制度最终是否变

迁取决于参与者的博弈行动。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直接动力：大

国博弈

行为体博弈策略是针对制度变迁程度、性质和

方式的具体行动方略，是直接决定制度变迁结果的

重要环节。行为体通过博弈，才能最终得到具有一

致预测性和稳定性的策略组合以实现制度变迁。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大国是重要的行为体，

大国的策略选择是决定制度变迁最终结果的关键。

1. 身份选择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化程

度较高，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

中占有绝对优势，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

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中国是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代

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改革

开放和2001年“入世”以来，在不断深度融入全球

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

而，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并非扮演体系捍卫者的角

色，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以体系推翻者的

形象出现的。

可以说，美国是有选择的“修正主义者”。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协定，

以规则和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到

严重破坏，而其愿意供给的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工具。美国做出这一身份

选择的原因在于，一是要降低美国提供公共产品、

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尤其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环

境冲击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无法承担高昂的治

理成本。二是受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发展的影响，

传统的多边贸易制度有利于制造业优势国家、崛起

国家持续获利。三是美国出于转嫁国内矛盾和持续

维护霸权的需要，通过“小院高墙”式的伪多边主

义，损毁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受益于20世

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融入国际规则的过

程中学习国际制度，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

提升。面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合法性不足和崛

起新兴国家发展利益诉求，中国扮演了规则的改革

者、完善者和补充者等角色。如在新兴发展中国家

代表和话语权不足时，通过设立亚投行、金砖行，

增强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可

以说，中国始终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致力于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场域选择

行为体对场域的选择，是指确定在双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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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全球多边机制上实施制度变革，目的包括形成利

益同盟追求共同利益，或结成联盟打击第三者。在全

球经济领域，国家行为体通过与一个或若干个国家达

成合作，通过逐步实现制度共识，建立制度同盟。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兼具双

边、区域和多边的综合性合作机制，虽未形成正式

机制化的多边制度结构，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参

与性。这一连接欧亚，扩展到非洲、南太岛国的合

作机制不同于欧美国家主导的排他性机制，通过倡

导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促进

各国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同

时，“一带一路”以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实现为导

向，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模式。 

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印太经济框架”是

美国拜登政府的区域选择策略，显示了美国想要拉

拢其他国家联合遏制中国、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的企

图。美国借助这一封闭排他机制，意欲实现和中国

的“脱钩”。同时，印太大部分国家和中国存在密

切的经贸往来，与“一带一路”、RCEP的成员国多

数重合，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

益，因此选择同时加入两个大国分别主导的机制，

在场域选择中通过运用对冲策略降低风险，它们作

为博弈参与的局中人，会影响中美大国博弈的策

略，进而影响两国博弈的均衡结果。

（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图景：大国博

弈均衡

制度是行为体博弈的均衡解，制度变迁是一种

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转变的过程。在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中，在单极结构下存在压倒性霸权时，霸权国会

主导策略行动，控制规则的制定。此时，国际组织

和国际规则成为霸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霸

权国家自行承担或强制、诱导其他国家分担全球治

理的成本，替霸权国承担部分霸权义务。此时，均

衡结果体现的是霸权国家的观念、权力和利益。但

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大国博弈的环境中，制度变迁

实现的过程更为复杂。中美两个大国在多个领域都

存在博弈，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各类机制、机构、

议题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利益，一旦二者制度完全

“脱钩”，全球稳定和世界经济将面临重大风险。

因此，从理性的角度看，二者在不同制度领域应选

择不同的制度策略，建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同时，在关键领域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扩大全球经济治理制

度框架的包容性空间。

国际制度的竞争很难脱离国内制度的影响。中

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存在较大

的差异，这种异质性是影响大国博弈均衡的重要因

素。在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美国加

强对中国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而且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中国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尽量避免意识形态

冲突和民粹思潮的裹挟。国内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

性和特殊性，是由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共同决定的。在开放条件下，制度互动为规则和管

理方式提供借鉴机会，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

的制度路径和发展模式，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在制度博弈过程中，可能形成以两国为主导、

双中心化的、在功能领域高度重叠而规范领域存在

一定分离的制度网络。而制度的分离化程度或是否

形成平行体系取决于两方的具体博弈策略均衡：中

国是否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

程中不断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是

否能做到摒弃霸权思维、零和思维，停止“价值观外

交”。不同制度的国家行为体的制度博弈，除了相互

自由竞争外，还存在相互合作与借鉴，即通过制度互

补或发挥各自的比较制度优势开展经贸往来，在良性

竞争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与合作。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趋势
研判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趋势研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

的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处于“混乱和未知”中，

也许会分裂为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但是，真

正的“一分为二”平行体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存

在两大相互对峙、经济互不往来的阵营。二是存在

两种货币分别是各自体系的主导货币。三是体系成

员在现有的IMF、WTO、WB多边体系中不共存。根

据现实来看，这一结果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第

一，尽管美国推出“新冷战”陷阱，意图谋求中美

全面“脱钩”。但目前并不存在以美国为主导国的

发达国家群体和以中国为主导国的发展中国家群体

上演零和对抗，中美双方仍然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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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国，2021年中美贸易额为7556.45亿美元，同比增

长28.79%，全面“脱钩”势必对两国经济产生巨大

的负面影响。第二，人民币地位显著提高，但在国

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然处于霸权货币地位，本质

上美元具有“强排他性”的货币权力。第三，中美

两国一直是WTO、IMF和WB三大国际组织的主要成

员，这些多边体系囊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

过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维护国际贸易体系和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同时中美两国

仍然在G20峰会机制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沦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平行体系目前来

看是小概率事件。

上述分析表明，在外部冲击导致的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及大国战略竞争格局加剧的情况下，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可能演变为一个“准平行体系”，基本

的发展趋势是：一是中美尽管仍然共存一个多边制

度秩序，但该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足。多边主义为

全球经济治理的协商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日益增

长的全球不信任、民粹主义和贸易紧张局势将不断

加剧全球经济多边制度的脆弱性。同时，传统治理

机构大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导，难以满足新兴国家的

利益诉求。二是在区域协定中，中美分立于两个不

同的网络。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主导亚投行、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打造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美国有意避免在

区域协定上与中国共存互动，从奥巴马政府的《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政府的频

繁“退群”和签订《美墨加协定》（USMCA），再

到拜登政府的 “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正

在积极打造针对中国的区域协定，未来会进一步固

化、做实甚至扩张这些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

三是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不

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及地区逐步实现区域化，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将会加快，在数字人民币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

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探索出新路径。四是“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入新发

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目标，未来将构建可

持续发展的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五是未来新型领

域规则互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前沿科技的不断变

革，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

展凸显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乏力。由于数字鸿

沟的存在及治理理念等的差异，需要各个主权国家

特别是数字经济大国加强政策协调，以构建全球数

字经济治理体系。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为了避免“新冷战”和“脱钩”的语境下陷

入两个“平行的世界”，有责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观

念、制度和行动三方面着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观念方面，一是要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和伪多边主义，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全球多边制度秩

序。二是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权利平等、机

会平等、规则平等，共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

制度方面，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增强制

度性话语权。对标高标准国际通行规则，以制度创新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供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

制度公共产品，形成更多参与者认可的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改革。

行动方面，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

快“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最

佳实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项目

发展、融资保障、贸易畅通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加

快推进“金砖+”合作机制，以此提升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谋求更广泛、更高质量

的跨区域合作。此外，关注科技革命冲击下新兴领域

的治理问题，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的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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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rend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en Weiguang, Han Xueying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xternal impact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s facing the 

biggest adjustment and structural reshaping since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we can 

see that the external shock is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the system evolution, causing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l concept, power and interest structure of 

state actors. The great power game based on structurally changing state actors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and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s intensifying, which may lead to the fiss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to a “parallel system”. 

To avoid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should actively play its role, oppose unilateralism and pseudo-multilateralism, 

pract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mote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enhanc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We will advance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and BRICS Plu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mplement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participate in leading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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